
 

周天勇：现有经济理论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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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释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应当以其四十余年

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为分析框架。1978—2018 年，GDP 年均增长率为 

9.51%，中国经济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均增长率为 1.00%，经济体制改

革获得的 TFP 年均增长率为 2.49%，也就是说 GDP 增长部分的 26.18%

为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 TFP 所贡献的。 

改革 TFP 从结构上分为要素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 

TFP 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所带来的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的 TFP。1998 

年以前，改革 TFP 来自前者，1998—2018，GDP 年均增长率为 9%，

其中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均增长 1.00%，要素市场化改革 TFP 年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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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79%，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 TFP 年均增长 1.37%，城镇住宅资产化

改革溢值  TFP 年均增长率占这一阶段总改革  TFP 年均增长率的 

63.43%。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增长来源是农村城郊集体土地从征用到有偿和竞

价出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其中，收入法上，土地出让金部分没有计

入政府分配项下；支出法上，却发生了购地投资；生产法上，从数据观察，

可能还是按照居民和企业自己居住和使用的住宅、楼宇和厂房给自己交纳

地租和物业费的核算规则，计入了房地产业增加值，还有一部分以居民住

宅按揭和房地产商开发贷款利息渠道计入了金融业的增加值。这里发生了

一个核算上的谬误，政府和居民收入分配占 GDP 比重，前者太低而后者

太高，与财政部和统计调查数据相差太远。1992—2020 年，出让土地面

积年均增长率为 6.98%，出让价格年均上涨 32.99%，地方财政累积收取

土地出让金为 589 139 亿元。但房地产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却从

1997 年的 1.58%上升到 2020 年的 7.34%。其变动的大部分来自土地资产

化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巨额的被二元体制扭曲禁锢的生产要素，

也存在着巨额的城乡不能够交易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土地和住

宅。二元体制停止转轨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到 2035 年前年均可能在 2.50%

左右。如果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继续提高体制性剩余要素的利

用效率，并且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原则下放开土地和住宅使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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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交易，释放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到 2035 年年均可获

得 3 个百分点左右新的增长潜能。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土地和住宅资本化溢值；经济

体制 4 改革 TFP；要素配置改革 TFP；资产化改革溢值 TFP 

中国改革开放前 1957—1977 年和后 1978—2011 年，投资年均增

长率分别为 69.89%和 19.08%，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62%和

2.00%， GDP 年均增长率却分别为 5.5%和 10%。在要素投入，特别是

投资要素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改革后年均竟然获得 4.5 个百分点的

“额外”增长。奇迹来自于哪里？暗含市场经济体制既定假设的索洛增长

模型无法解释如此巨额增长红利的来源，假定仅二元结构转型的增长模型

也可能无法揭示高增长的潜能源自何方。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二元体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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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的发展中国家，笔者试图从二元体制这样一个思路，揭示其增长奇迹的

内在逻辑。 

从 1978 年到 GDP 增长速度下跌 8%以前的 34 年间，中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10%， 2010 年 GDP 总规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2020 年中国  GDP 占全球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  1%左右提升到 

17.4%，人均 GDP 从 1977 年的 50 美元左右提高到 100357 美元。

中国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技水平落后

的不发达国家，在四十余年的时间中，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

行列，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一是

认为 Harrod[1]与 Domar[2]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

的早期阶段，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率依赖于资本生产率和投资率，而

这两者又由储蓄率决定。如 Lau 和 Zheng[3]认为，物质资本投入是中国

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5%。二是用 Lewis[4]

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由生产要素从低生产

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所驱动。Young[5]指出，1978—1998 年中国

非农业部门 TFP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适中，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奇迹

的主要驱动力是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林毅夫[6]更加强调要素

禀赋结构升级的后发优势支撑了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三是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符合 Solow 的增长模型，他们将劳动力或者人力资本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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